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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多主体参与、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全球化进程拓展了创新主体参与

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国外”维度理应被纳入至创新体系分析的维度中。基于“政府、产业、科研机构和国外”四维视角，利

用信息熵算法和中国科技企业创新活动数据，本文构建了省级层面创新体系协同度指标，并计量分析了地区创新体系协同度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提高创新体系协同度有助于提高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而在二维主体协同创新中，过

度增加政府的参与度可能会阻碍创新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协同度的边际增长效应随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递减；较

差的市场体制环境则会弱化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以上结论对当前中国弥补创新体系机制建设短板和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具

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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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的攻关期。创新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就是要致力于提高我国产品和服

务的质量，突出表现为产品创新竞争力的提升及产业的转型升级。这离不开健全有效的创新体制机制作为

保障。协调的创新体系的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日益紧密。为此，党的十九大特别指出要加强创新体系建

设，推进经济增长动力变革。

创新体系概念是在过去 30年发展起来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广泛使用它来解释创新主体间的相互作

用。透析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的经验，通过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是实现技术追赶有效的路径。当前，以新一

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蓬勃兴起，这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如何

有效对接创新链和产业链进而构建多方主体参与的创新网络，布局一批具有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也对地

区创新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区域创新体系思想自从问世以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演进和发展。早期对创新体系的研究集中在

内涵和理论框架的分析。如今，创新体系的分析框架被用来阐释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诸多经济活动。贾根

良和于占东（2006）则认为国家创新体系能不断地将国民经济推向高技术经济活动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并

基于此分析了拉美教训的产生的过程。他们认为拉美地区的国家没有认识到在知识生产和诀窍吸收上需要

政府干预，而是把技术发展和结构升级完全交付于市场支配。这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生产活动中通过“干中

学”积累技术能力的创新体系机制，从而使这些国家都丧失了知识创造的机会，经济增长停止不前，经济增长

质量偏低。Lee（2013）将增长的差异化与国家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并假设国家创新体系导致了创新和经济增

长的不同结果。Fagerberg et al（2018）则强调了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能引致“技术”

和“吸收”能力的差异，并认为是解释一国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方面。

然而，创新体系作为系统整体框架，更多地是被当作一个标签，而不是一个分析的工具，也并没有基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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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统来形成实证中的假设。因此对创新体系问题的实证研究是有限的（Guan和 Chen，2010）。其根本原因

就在于无法完全对创新体系进行有效量化测度。比较多的研究对创新体系的综合实力进行评价和比较分

析，却在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和指标体系上大同小异（程惠芳等，2008）。Fulvio（2009）考虑了国家创新体系

的内在驱动力来源于创新能力因素（创新投入、科学产出和技术产出）和吸收能力因素（基础设施、国际贸易

和人力资本），并论证了两者共同演化模式的存在性。

另外一些研究深入探究了创新体系质量，如国际化水平（刘云等，2015；王元地和刘凤朝，2013）、成熟度

（袁潮清和刘思峰，2013）。但这些研究仍然没有脱离宏观指标体系评估的形式。Lee（2013）从微观专利数据

提取出创新体系的关键变量，如知识原创和传播度、发明家间的创新集中度、知识库的原创性、技术周期时间

等，但是这些变量更加类似于“技术范式”和“行业体制”。Guan和 Chen（2010）提出关系网络数据包络（DEA）
模型，较好地衡量了创新体系的效率，但是对创新主体间的内在运行机制语焉不详。

本文认为对于创新体系的评价应更关注于创新体系的内在效度和运行机制，而不应仅仅关注创新体系

的规模和综合实力。当前无论是基础性的测度还是理论分析，对创新体系问题的研究都容易忽略这一点。

创新体系运行效度的分析，应以微观个体为基本分析单元，重视其在创新体系中的创新决策和经济行为。另

外，因指标不足，关于创新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计量实证。程惠芳等（2008）定量分析了

创新体系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但并没有阐述创新体系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内在机理。同时他们的研究

对于创新体系的指标选取也值得商榷。

本文将基于创新体系中微观主体的创新决策行为，将泛化的创新体系概念量化为可以进行实证研究的

指标。首先将借鉴 Leydesdorff和Michael（2006）和 Leydesdorff和 Zhou（2014）的信息熵算法，利用科技企业创

新活动数据，构建反映地区多维创新体系运行质量的指标——创新体系协同效度。进一步，通过一系列计量

回归模型，验证地区创新体系协同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影响及其机制渠道，同时探究不同创新维度下的

协同度产生影响的异质特征。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一）协同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是第一动力，而“协调”是基本特征①。本文将从创新

资源配置和知识转化两个角度，探究创新体系协同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可以预期，创新体系协同度可

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提高。

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基本特征是“协调”。本质上要求地区打破知识等资源无效配置的障碍，减少各类要

素市场的配置扭曲。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表明，同技术进步一样，资源配置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潜力和

质量。从当前创新过程来看，创新主体的资源禀赋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和互补性特征，比如高校和科研院所创

新资源集中于基础科研，而企业更多专注面向市场的产品创新。随着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和创新分工的深化，

创新突破和技术变革不可能在单一机构或行业内实现。创新协同度较高的地区能为各创新主体提供创新要

素交换的有效的载体。政府、企业和高校院所等部门可以高度共享和交换创新资源，不同的创新资源在市场

机制的驱动下从边际报酬较低的主体转移至较高的主体。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降低各维创新

主体的生产成本，将更多优质和充分的资源导入创新活动中，从而提高创新投入产出比，进而提升经济增长

质量。

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内生动力是“创新”。经济形势下行的背景下，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

阶段的基本动力。产业兴起依赖于技术创新。高校科研院所等知识创造部门能够生产具有价值的前沿知

识，通过知识转化有利于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先机，促进经济高质量攀升。在保持独立作用的同时，创新体系

协同度高的地区，创新主体能相互作用和渗透融合，有利于创新主体间更好地形成知识外溢效应，促进知识

创造和转化质量。另外，创新网络节点由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等多维主体构成，多部门的网络结构特

性也是创新系统的基本特征。多个主体参与知识交换和知识转化，有利于形成创新系统的知识共享机制。

网络节点越多，交互的可能性就越大，继而有利于深化主体间分工，增加互动学习。知识溢出和扩散有助于

① 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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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对新知识的吸收和消化。随着地区知识转化和应用能力的增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潜

力就越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有待验证的假说 1：
地区创新体系协同度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

（二）创新体系协同度的扭曲——“政府”维度作用的探讨
中国独特的制度体制背景及“集体主义”的系统观会强化政府在协调整体、整合资源的作用，进而政府在

创新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创新体系与政府的互补作用对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Jan和 Martin，
2008），它能为经济建设初期的技术追赶提供强力的路径支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可能损失微观主体

的能动性、效率和利益。企业作为创新体系主体的行为和诉求容易被掩盖，进而经济决策和资源配置也会丧

失一定的灵活性。现实层面看，这一现象突出表现在“政产学外”四维创新体系内主体协同被扭曲：“政产”两

者间的协同度往往较高，而其余的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度较低②（杨建君等，2013；杜旌等，2014）。

地方政府在 GDP和官员晋升双重激励下对创新具有短视行为，有更强烈的动机同企业建立直接的双向

联系。“政产”的高度协同具有积极意义，比如王刚刚等（2017）从 R&D补贴政策激励机制角度对“政产”间的

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他们认为企业 R&D活动的内源性融资往往不足，而政府通过企业信息披露可以进行

准确识别。政府的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能够与企业创新需求和投入较好的匹配，形成互补。因此，从这一

点来看，“政产”协同度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现实层面可能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方面，政府在创新体系

中的高质量制度要素供给职能会被弱化甚至被忽略（方强，2014）；另一方面，对其他创新主体间的协同联系

产生一定的“挤出”。

首先，与政府联系密切的企业往往是具有较强成长前景的高新技术企业，存在大量研发和技术需求，而

政府对此能够给予机制性保障。同时，政府对高技术企业的支持将会释放基于政府信用和监管认证双重信

用认证信号，使得市场投资者给予企业更多信用认可，这样企业可以获得更多外部融资，激励企业的 R&D内

部投入，自己组织创新和自建研发中心。那么，政府和企业的关联反馈作用大大促进两者之间的协同。而高

昂的购买成本及制度约束引致的交易成本抑制了企业与公共、国外等科研机构进行大规模高质量的协同合

作的效度。

其次，作为非常重要的技术供给者，高校科研院所具有较为特殊的行政依附性，他们对接企业创新的意

愿和能动不足，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市场敏感度较低，而政府在这方面的机制缺失使得“产学”之间的协同度下

降；同样，由于政治和制度的疏离性，企业与国外的技术合作仍缺乏合作纽带，企业在融入全球创新链中面临

着重重约束。如果政府无法在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促进企业与外源创新对接，那么势必会造成政府与

国外、公共科研机构在企业创新投入上的不协调和不匹配，也会影响企业创新和长期成长。据此，本文提出

有待验证的假说 2：
政府和企业间的创新协同度的增加会扭曲创新系统的平衡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H2）。

（三）市场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正如在上文指出的，完善的制度环境将大大降低创新资源的交易成本和摩擦成本。在区域创新系统中，

制度变量决定了地区将现有资源和可得的技术转化为竞争力的效率。高质量的制度环境作为地区的“无形

资产”，对知识经济的扩展和地区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更是认为制度激励是技术创

新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地区市场制度环境能够约束政府的权力支配，促进协同创新和制度环境的良性互补，那么创新体系

效率就会得以提升，市场制度环境与协同创新对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则能实现增强型交互。然而，伴随着财

政分权制度的推行，地方保护主义加剧市场分割。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减弱，地方政府往往会过度动用手

中权力，对资源的配置施以影响。以创新微观主体为载体的技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动并非完全内生于

市场，这样创新协同对地区的促进作用会被削弱。原因在于政府的“有形之手”将会干预创新主体的微观决

策和创新行为，使得创新体系的运转协同度下降。这样市场制度环境就有可能对创新协同度的增长效应产

生负向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有待验证的假说 3：
创新体系协同度的经济质量增长效应将随着地区市场制度环境的恶化而减弱（H3）。

② 本文在图 1展示了这一事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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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地区创新体系协同效度的测评

（一）研究方法

三螺旋算法的基础即是 Shannon的信息熵理论，Shannon对信息熵的定义是：离散型随机样本出现的概

率大小，即样本不确定性越大，其熵值越大。相反如果一个系统自组织性越强，不确定的信息量越少，熵值也

就越小。在一个系统变量的条件下，熵的计算公式为：Hi = -∑
i

s

P i × lgn Pi，其中 Hi表示熵，Pi表示在 i维度信

息出现的概率。同理，二维分布的信息的熵的计算公式为：Hij = -∑
i

s∑
j

m

Pij × lgn Pij，Pij表示 i和 j出现的联合分

布概率。同理可以得到三维分布信息熵计算公式为：Hijg = -∑
i

s∑
j

m∑
g

q

Pijg × lgn Pijg
③。

互信息（mutual information）是信息论中用以表示多个随机事件集合之间相关性的度量。 互信息表示一

个随机事件由于已知另外随机事件的信息而减少的不确定性。二维变量的互信息又称为二维转接度，计算

公式为：Tij = Hi - Hi|j = Hi + Hj - Hij
④。Tij作为协同信息量表示 i和 j的相关程度，该值越大表示，i和 j相关程

度越大或两者的融合和耦合度越大。因此，i和 j原本单独表示的不确定信息量 Hi+Hj，由于存在相关性，i和 j

二维空间所表示的不确定信息量实际上是 Hij。因此，如果两个变量存在相互关联，则这两个变量组成的二

维空间不确定信息有所减少。

当二维变量扩展到三维乃至更高维互信息时，转接度则被称为协调度或协同度。相类似地，Abramson
导出三维的互信息定义为

Tijg = Hi + Hj + Hg - Hij - Hjg - Hig + Hijg （1）
由于本文用于四个创新部门之间的互动情况，借鉴三螺旋算法中的三维分布熵的计算方法，本文将三螺

旋算法扩展到四螺旋：

Hijgh = -∑
i

s∑
j

m∑
g

q∑
h

p

Pijgh × lgn Pijgh （2）
则四维的互信息可表示为

Tijgh = Hi + Hj + Hg + Hh - Hij - Hjg - Hig - Hih - Hgh - Hjh + Hijg + Hijh + Hjhg - Hijgh （3）
四维互信息的值用来衡量四维系统中各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程度，即四维空间创新协同度。单纯的变

量之间相关信息可以解释为不同数据集或变量之间“共享”的信息总量，而交互信息则更多地被解释为变量

之间的“依赖”关系。该方法与方差分析类似，但是更加抽象，无需对变量度量属性进行假设。为了避免那些

因为经济落后规模企业较少而呈现较高集聚协同的地区的干扰，本文借鉴 Leydesdorff和 Michael（2006）和

Leydesdorff和 Zhou（2014）的方法消除各个地区制造业规模异质性的影响，对原始的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得

到最终本文所要求的创新协同指数值 syn = (n/N )Tijgh，其中：n表示地区企业的数量；N表示所有地区企业的

数量。

政府、企业、科研与高校及支撑服务等要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在开放

经济的背景下，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拓展了创新主体参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理应将“国外”维度纳入创新体

系主体维度中。因此，本文关注企业、政府、学术界（大学及科研院所）、国外机构参与国内创新的程度及各方

协同程度，通过互信息来对二维、三维及四维主体间的自组织性和协同性进行量化。需要说明的是，该算法

适合一切以概率分布为基础的多维主体间关系的分析。

（二）样本与数据

1.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 2008—2013年中国科技企业活动数据。该数据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收录了 31个省、自

③ 不同的数量单位不影响数值相对大小，本文在计算过程中以 10为底计算，信息熵总为正值。

④ 根据熵的连锁规则，有 Hij = Hi + Hj|i = Hj + H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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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直辖市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主要

统计数据⑤，从微观企业角度，较为全面反映了我

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开展情况，主要涉及工业企

业 R&D及相关活动主要指标和企业基本情况。

本文选取政、产、学（高校及科研院所）⑥、外四个

维度的参与协同创新的代表性指标作为基础数

据，表 1具体列出了创新体系协同指数所使用的

全部指标，从中可以看出，所选择的基础指标均

为各主体维度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的核心指标。

2. 数据处理

首先，本文将指标中出现的缺失、错误和异

常的数据予以剔除。由上文可知三螺旋算法适

合一切以分类概率分布为基础的多维主体间关

系的分析。那么，本文需要对四个主体维度的创新参与程度进行分类，首先需要对每个维度的指标值进行合

成，主成分分析法是被用来将相关变量合并成少数几个潜在维度的方法。由于基础指标的性质和量纲不同，

不能直接进行合成。针对此问题。因此选择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并且以协方差矩阵作

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最终得到四个维度不同主体对企业个体创新参与度及创新投入度的值，随后将连续

变量转换为类别变量，那么四个主体创新参与度值可以被等分为 1~8类⑦，数字由小至大意味着该主体对企

业创新相对投入或相对参与程度不断提高。最后计算四维互信息的值，即为本文所求的创新协同指数。该

算法适合一切以概率分布为基础的多维主体间关系的分析。这四个维度的创新资源投入的绝对值不一样。

因此要按照 8个百分位进行分类。它反映了当一个维度对企业创新相对支持度处于 1~8类某一类时，其他

维度的相对支持度也同时位于该类的概率。这一指标反映了在四维体系中，各维度的相对创新投入对企业

创新的支持作用的协同度。

四、研究设计

（一）基准计量模型

本文的基准模型主要检验创新协同度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作用，其中基准回归模型为创新协同度

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方程：

growthit = β0 + β1 synit + γXit + μprovince + ηyear + εit （4）
其中：i为全国各省市；t为时间；μ和 η分别为模型中所控制的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为残差项；

synit表示创新协同度，用于反映地区间创新系统自组织性和协同度的差异。

（二）变量定义和数据说明

（1）经济增长质量（growth）。本文所使用的经济增长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参考郝颖等（2014）及曾

艺等（2019）。因此本文选取的经济增长指数源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省区排

名》。同时，控制一些省份特征变量，可以尽量地缓解遗漏变量偏误：

（2）知识存量（rdstock）。知识存量作为重要的创新投入，能够显著促进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进步。本

文使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地区 i在时间 t的研发存量 Sit：
Sit = (1 - δ )Sit - 1 + Rit （5）

⑤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所研究的地区不包含港澳台。

⑥ 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相关指标较少且其在中国的创新系统中具有诸多类似的特点和作用，为了不影响测量效度，本文将两个主体整合

为“学术部门”。

⑦ 基于计算的要求，将不同维度的绝对创新程度能够标准化为统一的相对化的类别程度分布，同时为了使分布不过于精细和粗糙继而造成

最后计算结果的波动，本文借鉴 Leydesdorff和Michael（2006）综合考虑认为分为 8类较为合适。同时，经过本文初步计算，分为其他类别也

基本不影响相对排名和实证结果，仅在具体数值上存在一定差异。

表 1 指标选取

维度

政府

产业

高校及科研院所

国外

指标

企业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

全部科技项目数

全部科技项目经费

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

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

企业内部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

当年形成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

企业办科技机构数

新产品产值

新产品销售收入

境内研究机构参与企业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

高等学校参与企业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

委托境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

境外设立的科技活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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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δ表示研发存量的折旧率；Rit表示 i在时间 t的知识资源常规要素投入集。为了得到研发存量的初始

值，使用如式（6）所示：

Si0 = Ri0
( δ + g ) (1 + g )θ （6）

其中：g表示每个地区 i研发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选取 δ = 0.15，之所以选取一个相对较大的值，一方面考

虑到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使用的数据中在计算期间存在负增长的情况，选取一个较大的值可

以避免初始研发资本存量为负的状况。同时在现有研究中，一般认为技术创新滞后期为两年，故取 θ = 2。
（3）固定资产投资（inv）。区域创新其本质为创新资源的投入产出活动，创新的区域环境和基础设施需

要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本文以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度量。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用固

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价格平减。

（4）人力资本水平（hum）。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劳动力的素质及其技能水平也相应越高，往往其

区域创新能力就越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越大。本文设定人力资本水平的度量方式为：Hum = (6g1 +
9g2 + 12g3 + 16g4 ) /G，其中 g1、g2、g3、g4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本科以上毕业人数，G为该地区就业的

总人数。

（5）外商直接投资（fdi）。外资的进入可以有效地弥补地区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的不足，从而与其他生

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形成更为合理的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外资的进入

还会带来一定的技术外溢示范效应。东道国的企业可以学习外资企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自身的

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本文采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文中的数据来自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

（三）样本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样本为中国 31个省级面板数据，样本期

为2008—2013年。创新协同指数测算是基于2008—2013
年中国科技企业活动数据，而其他的省级层面数据均来

自于各省相应年度的统计年鉴。本文认为在不影响模

型估计的前提下，即使样本量客观受限，基于该样本进

行经验研究仍然不乏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同时，为了提

高显著性检验效率，自举法（Bootstrap）重复抽取样本是

一个可行的选项⑧。表 2汇报了主要变量的基本描述性

统计量，包括样本观测值、平均值、标准差等。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如表 3所示，采用逐步加入变量的方法，第（1）列加入关键解释变量，估计系数显示创新协同度对经济高

质量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表明地区创新协同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初步验证了假

设 1；（2）~（4）列分别加入其他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创新协同度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依然显著为正；

（5）列进一步采用 Bootstrap进行多次模拟，得到自抽样标准误，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估计系数未发

生实质性改变，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定性；（6）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将截面相关部分从残差项中分离

出来，对于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控制其他控制变量和个体固定效应。从完整

的估计结果来看，创新协同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仍然显著且为正，即扩展创新主体协同度能显著促进

地区高质量增长。具体来说，地区创新协同每提高 1个单位，将会引起企业创新产出强度增加 14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再次支持了假设 1。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都符合预期。

⑧ 通过从现有样本中有放回地抽样来获得更多的「样本」（由于不是真正从母体中抽出来，所以称这些二次抽样获取的样本为「经验样本」），

并进而以这些「经验样本」为基础构造统计量的标准误或置信区间，以达到统计推断的目的。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syn

growth

rdstock

inv

hum

fdi

平均值

0.008
1.269
0.049
-0.371
9.759
0.026

标准差

0.009
0.529
0.040
0.315
1.022
0.021

最小值

-0.004
-1.045
0.010
-1.372
7.083
0.001

最大值

0.030
3.258
0.230
0.107
13.321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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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估计方法

syn

rdstock

inv

hum

fdi

常数项

Standard‐error
时间

R2

N

（1）OLS
27.326***（3.43）

3.068***（0.76）
Robust
YES
0.546
186

（2）OLS
15.459***（5.38）
7.347***（1.11）

0.759***（0.67）
Robust
YES
0.456
186

（3）OLS
12.636**（4.43）
5.242***（1.25）
-0.458**（0.22）

0.724***（0.96）
Robust
YES
0.578
186

（4）OLS
15.232***（5.12）
1.642（2.67）
-0.332（0.24）
0.216*（0.12）
1.330***（0.38）
-1.086（1.53）
Robust
YES
0.548
186

（5）OLS
15.314***（3.54）
1.432（2.32）
-0.336（0.27）
0.226*（0.12）
0.325（0.60）
-1.086（1.54）
Bootstrap
YES
0.489
186

（6）OLS
14.180***（4.79）
1.452（3.15）
-0.333（0.55）
0.218**（0.10）
0.566*（0.32）
-1.104（1.47）
Robust
YES
0.369
18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二）内生性检验
基本回归可能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是，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可能与创新体系协同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

了更准确估计地区创新体系协同度的影响，本文借鉴孙天阳和成丽红（2020）的思路，采用国家级科技孵化器

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自从 1987年中国第一个孵化器诞生以来，当前科技孵化器已成为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政府对孵化器内各主体的产学研合作提供一定税收减免、场地服务等政策支持，为企业、科研院所和

大学等科研主体创新合作提供了优质平台。孵化器虽然为企业协同创新搭建了平台，但不会直接影响地区

经济增长质量。而且孵化器是由科技部火炬中心每年评定，并不由地区或企业自己决定，具备较好的外生

性。为了进一步提高外生性，计算了 2008—2013年地区平均的孵化器数量，以此作为地区创新体系协同度

的工具变量。数据来自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如果工具变量是不随时间而变动的变量，这时再同时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进行面板回归，工具变量会在组内去芯过程中被消除掉。对于这种问题，解决方法是将该不随

时间变化的变量交乘年份（Year）生成新的变量，然后

作为新的工具变量 incu进行工具变量回归。表 4中汇

报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第一阶段以 syn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incu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正，确保了这一工具变量与 syn相关性。第一阶段结

果显示工具变量的估计满足相关性条件，而且估计系

数 显 著 。 第 二 阶 段 显 示 识 别 不 足 检 验

（Kleibergen‐Paaprk LM统计量）在 1%的显著水平上被

拒绝，弱识别检验显示 Cragg‐Donald Wald F值远大于

10，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设。第二阶段结果显示，在

使用工具变量后，syn依然显著为正，系数值明显增大，

表明提高地区创新体系协同度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

量。这一结果强化了本文的结论。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替代变量。基础回归中采取的被解释变量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另外一个特征是效率变革。从效率层面来看，经济增长质量就是进行经济活动时所消耗的要素投入与

经济活动总成果之间的比较，是资源要素投入比例、经济增长效果或经济增长的效率（魏婕和任保平，2016）。

基于以上分析，参考林春（2017）及孔群喜等（2019）方法，本文从效率视角出发，利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测度全

要素生产率进而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种是采用 DEA的方法测得的 dea_tfp。
DEA是一种非参数的方法，可以突破截面之间生产技术同质性的约束条件，可以较好地反映截面生产技术

的异质性。首先构建 DEA‐Malmquist指数表达式，具体公式为

TFPC = Mi ( xt + 1，yt + 1，xt，yt ) = Dt
i ( xt，yt )

Dt
i ( xt + 1，yt + 1 )

Dt + 1
i ( xt，yt )

Dt + 1
i ( xt + 1，yt + 1 ) （7）

表 4 2SLS模型估计结果

2SLS
被解释变量

incu
syn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时间

R2

Kleibergen‐Paaprk LM
Cragg‐Donald Wald F

N

（1）2SLS 第一阶段

syn

0.250***（0.02）

YES
14.629***（0.55）

YES
0.420

186

（2）2SLS 第二阶段

growth

5.378***（0.97）
YES

0.907***（0.15）
YES
0.864
0.000
193.062
18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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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FPC为全要素生产率；Dt
i为技术前沿下的距离

函数；x和 y分别表示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t和 t + 1
分别表示时期⑨。第二种是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

参数估计值 sfa_tfp，测算得到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

率、规模效率变化率和要素配置效率，四者相加即为

全要素生产率⑩。结果报告在表 5的前 2列。以两种

全要素生产率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估计参数依然显示

出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些都说明本文的结论具有一

定的稳健性。

（2）更换估计方法。本文运用分位数进行分样本

数据处理，并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统计推断，

结果报告在表 5的（3）~（5）列。在 25%、50%和 75%的

分位数水平上，syn的系数均为正且在不同置信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伴随着区域创新协同度的增加，创新

主体间的合作加深及创新协同度的提高将有利于企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强度的提高，继而对地区的经济增

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发现分位数回归系数在 5.121~14.221之内，同时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回归系数

和显著性在下降，表明随着经济增长的提升，区域创新协同度对其促进效应在不断降低。具体而言，在控制

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对于经济增长质量较低的地区，创新协同度的边际收益比较高。

（四）机制检验
虽然前文的分析已经验证了本文的核心结论，即提高创新体系协同会显著提高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但

尚未对影响的内在机制予以实证检验。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与假设，创新体系协同度对经济增长

质量的影响机制存在“知识创造和转化质量效应”。本文构建如下递归模型来检验在理论分析中所提出的影

响机制：

growthit = β0 + β1 synit + γXit + εit （8）
spillit = β0 + β1 synit + γXit + εit （9）

growthit = β0 + β1 synit + β2 spillit + γXit + εit （10）
其中：spill表示知识创造和转换质量效应。R&D的知识效应除了体现为存量方面，也体现为 R&D增量的优化，

其具有提升创新潜能这一隐性作用，主要体现为知识创造和转化的质量。前者决定了自主创新的水平，而后者

则能助力吸收外来先进技术、集聚优秀人才。见表 6，本
文构建了 R&D创造和转化质量效应指标。

在实际估计过程中，本文利用 SPSS软件对多维数

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法处理，将以上两个维度的五个指

标构造成一个综合反映创新体系中知识创造和转化

的质量复合指数。表 7为创新协同度对地区经济增长

质量影响渠道检验结果。表 7（1）列即为表 3中的（5）
列，反映了创新协同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表 7（2）列中将 spill这一中介变量作为被解释变

量，结果可以发现协同度的提升促进了知识创造和转

化的效应。同时在表 7（3）列中，同时加入 spill和 syn，

结果发现 syn变量与没加入 spill的表 7（1）列相比系数

变得不再显著。因此，基本可以判断创新协同度会提

高地区的知识创造和转化的质量效应从而促进该地

区的经济增长。

⑨ 其中投入变量为各省实际资本存量以及从业人员数，产出变量为实际 GDP。
⑩ 对随机前沿函数的估计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并将函数形式设置为生产函数。

表 5 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估计方法

syn

常数项

Standard‐error
时间

R2

N

（1）
dea_tfp
OLS

1.808***
（0.32）
16.659***
（3.32）
Bootstrap
YES
0.341
186

（2）
sfa_tfp
OLS

4.597***
（1.04）
1.919***
（0.24）
Bootstrap
YES
0.631
186

（3）
growth

Quantile（25%）
14.221***
（5.38）
-0.817
（0.87）

/
YES
0.746
186

（4）
growth
Quantile
（50%）
6.130*

（3.61）
0.495

（0.41）
/

YES
0.864
186

（5）
growth

Quantile
（75%）
5.121

（5.58）
0.190

（0.54）
/

YES
0.755
18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标准误。

表 6 知识创造和转化质量效应

一级指标

知识创造

知识转化

二级指标

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
科技论文数

三种专利申请数量

三种专利授权数量

新产品销售收入

高技术产品出口交货值

数据来源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企业统计年鉴》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表 7 机制检验

被解释变量

syn
spill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时间

R2

N

（1）growth
15.314***（3.54）

YES
-1.086（1.54）

YES
0.489
186

（2）spill
17.876***（4.35）

YES
-2.347***（0.32）

YES
0.423
186

（3）growth
5.546（5.16）
0.416***（0.10）

YES
-2.328（2.21）

YES
0.818
186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
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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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体系中主体协同的扭曲：二维和三维空间的异质性分析
创新系统内部存在主体间协同影响效应的差

异。如图 1所示，“三维”创新系统协同指数值排名

依次为：“政产学”“政产外”“政学外”“产学外”。

表明当前的创新系统内部，政府的协同参与度较

高，而国际化参与企业创新的程度仍然较低。如

图 2所示，“二维”创新系统协同指标值排名依次

为：“政产”“产学”“政学”“学外”“产外”“政外”，且

政府和企业间的创新协同数值异常高，其他“二

维”主体间的协同程度相对较低，国外维度的创新

协同参与度仍然比较低。

因此，作为拓展的实证分析，本文将对不同维

度创新协同异质性影响进行比较分析。这里仍然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汇报在表 8和表 9
中。结果发现，二维主体的创新协同系数要么显

著为负，要么不显著：包含政府主体的创新协同的

系数显著为负，且“政产”的负向影响最大。而不

包含政府创新协同中“产学”的系数则在 5%水平

上显著，而其余二维主体创新协同虽不显著但系

数也为正。间接证实了协同创新系统中政府参与

影响效应的不对称，即过度加大二维创新协同中

政府的参与度可能会阻碍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

用。可能的解释在于，当前政府在低层次、低维度

的创新体系中参与度过高，会弱化其制度要素供

给职能，也会对其他创新主体间的创新协同产生

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三维协同虽然呈现促进作

用，但是其经济增长效应则很微弱，系数区间为

0.443 ~ 0.611，表明提高协同创新主体的多元性有

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质量，一定程度上会弥补二元

主体创新中的缺陷尤其是政府参与的不利因素。

综上，创新体系中政府影响作用的不对称性

集中表现在“政产学外”各主体的地位和功能被扭

曲，从实证结果来看，一方面，要减少政府在创新

体系中直接参与程度，仅提高其高质量制度供给

的职能水平，弱化其在经济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干

预；另一方面，应提高创新体系的开放性和主体多

元性，进而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创新体系中提高协

同效度。

（六）考虑市场制度环境影响下的扩展分析

本文进一步分析市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樊纲和王小鲁等（2003）以大量数据为基础，从 5个方面构

建了反映市场化进程的指标，并借助主成分分析法生成各指标的权重，加权计算各个地区市场化的总指数。

本文利用这一指数作为测度地区制度水平及其变迁的变量。本文经过适当调整，采用以下形式的制度环境

过滤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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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维创新协同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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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二维创新协同指标值

表 8 二维主体中政府参与协同的影响差异

维度

syn

控制变量

时间

R2

N

政产

-0.596**
（0.31）
YES
YES
0.145
186

政学

-0.410**
（0.166）
YES
YES
0.634
186

政外

-0.364*
（0.192）
YES
YES
0.321
186

产学

0.414**
（0.169）
YES
YES
0.345
186

产外

0.245
（0.162）
YES
YES
0.662
186

学外

0.503
（0.99）
YES
YES
0.514
18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
准误。

表 9 三维创新主体的影响效应

维度

syn

控制变量

时间

R2

N

政产学

0.524***
（0.21）
YES
YES
0.364
186

政产外

0.611***
（0.19）
YES
YES
0.614
186

政学外

0.517***
（0.13）
YES
YES
0.631
186

产学外

0.443***
（0.12）
YES
YES
0.544
18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
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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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t = envmax - envit_rawenvmax - envmin （11）
其中：envit_raw表示 i地区初始的制度环境值；envmax和 envmin分别表示样本期间所有地区中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根据以上的指数构造含义，filterit越大表示 i地区的制度环境越恶劣。

本文对式（12）进行检验，主要关注创新协同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系数：

growthit = β0 + β1 synit + β2 filit + β3 ( synit × filit ) + γXit + μprovince + ηyear + εit （12）
为了重点考察制度环境变量与创新协同度之间相互的影响，同时构建了交互变量 synit × filit。如果创新

协同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依赖于地区制度环境，预期该变量的系数 β3为负，表示制度环境越糟糕的

地区，创新协同度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作

用越小。

实证结果表 10报告了制度环境在创新协同

的经济增长效应中的影响，结果发现创新协同度

与制度环境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制度环境弱化

了创新协同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创

新协同度的提高有益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规模和

质量，而制度环境会对地区创新效率和创新意愿

产生约束作用继而抑制地区经济增长。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结合互信息理论，通过分布熵算法对中国各地区创新主体间的自组织性和协同性进行了量化。本

质上来看，这一方法有效地捕捉了创新体系间个体交互程度。基于“政产学外”四维创新主体分析视角，我们

构建了反映各地区多维主体创新体系协同效度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创新体系主体协同度有助于提

高经济增长质量。此外，创新协同度的促进效应主要通过“知识创造和转化”机制；创新协同度的边际增长效

应随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递减；较差的市场体制环境则会弱化创新协同的促进作用。在新科技产业变

革的“机会窗口”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本文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纠偏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尤其是应该厘清“政产”关系。虽然政府应该被作为国

家创新体系的重要要素，但是其作用应该是以各种方式介入与其他要素（如企业、大学和公共科研机构等）的

交互之中，而不是在创新系统起主导甚至干预作用。另外，应更加重视政府在创新体系中制度和基础设施建

设中的作用，为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对接和和合作创造便利的机制和制度环境。

第二，应着力构建“政产学外”一体化、立体化的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系统开放与协同。加强不同主体创

新协同的机制，提高创新体系的层次和深度。一方面，继续深化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强化政府、企业、

科研院所、高校、国外机构等维度创新主体的充分互动，推动创新资源在各类组织之间有效流动，形成开放合

作的创新网络和形式多样的创新共同体。另外一方面，应修补创新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逐步深化科研

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弥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之间的创新链缺失，推动战略性新技术与新产品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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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an open economy，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extends the scope and depth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innovation subject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is essential to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foreign”should be included as a dimension in
innovation system analysis. Utilizing the information entropy algorithm and data on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the index of innovation system coordination degree at provincial level was constructed，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government，industry，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and foreign countries”，and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coordination degree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improving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innovation
system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was analyzed. However，in two‐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cessive increase of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may impede the role of innovation system in economic growth. In addition，the effect of
coordination degree is mainly realized 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inno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nhancing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s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improves，the marginal growth effect of coordination degree decrease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ill be weakened in a poor market system environment. These conclusions have many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current innovation system and government function optimization.
Keywords：innovation system；coordination degree；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岳宇君等：

企业信息化、技术创新与创业板公司高质量发展

岳宇君，张磊雷
（南京邮电大学 管理学院，南京 210003）

摘 要：本文选取 2014—2019年 460家创业板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分析企业信息化、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质量的关系，并检

验技术创新在企业信息化提升企业发展质量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企业信息化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随着信

息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作用增强；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质量具有正向的提升作用，随着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提升作用增强；企

业信息化对企业发展质量具有正向的提升作用，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提升作用增强；技术创新在企业信息化提升企业发展

质量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中，企业信息化对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而

在东部地区企业中，企业信息化对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发挥技术创

新的促进作用及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等，为创业板公司发展、政策制定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信息化；技术创新；企业发展质量；创业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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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充满活力、宏观调控适度的经济体制，以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企业是最基本的微观市场供给主体，只有激发企业活力，提高企业发展质量，才能建立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李世春，2020）。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高品质、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为导向，兼顾

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发展范式（李巧华，2019）。一般认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有两个必要条件：一

是借助新兴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形成新的资源、新的能力（张涛，2020）；二是通过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整

合企业内外部资源（陈丽姗和傅元海，2019）。企业信息化在促进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及组织变革方面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信息化能够将业务流程数字化，通过各种信息系统处理、提供信息，从而做出有利于

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合理配置企业资源、使企业适应市场环境的决策，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Lynn，2020）。在

深度和广度上，企业信息化利用信息技术对生产运营信息进行控制和整合，实现企业信息的共享和有效利用

（朱立新和陈显中，2005）；从动态的角度看，企业信息化是信息技术从局部渗透到全局，从战术层面渗透到战

略层面，应用于过程管理、支持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Zhang et al，2019）。而技术创新能够将生产要素和生产

条件重新组合，是企业满足市场需求、增强核心竞争力、塑造长期竞争优势、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前提

（由雷和王伟光，2017）。显然，如何更好地推进企业信息化，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实现企业高质量发

展，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企业信息化、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质量之间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

技术创新在企业信息化与企业发展质量之间起着什么样的效应？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现有关于企业信息化、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①企业信息化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

响研究。企业信息化可以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提高质量，丰富种类（高巍和毕克新，2014）；显著提高劳动生产

率、销售增长率，大大降低交易成本（Rath，2017）；通过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提高（饶艳

超和陈烨，2012）。企业信息化受组织结构、劳动技能结构等的影响，对不同企业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影响程

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何小钢等，2019）。不过，有研究显示，企业信息化未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被称

为“IT盈利悖论”（周宇等，2016）。②企业信息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企业信息化可以促使技术创新思

维的转变，实现内外协同创新（蒋含明，2019）；促进企业管理的“扁平化”，提高技术创新效率（王金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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